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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60年代初，中國的對外政策開始「左」傾並轉向激進。作為實現外交政策

的工具，邊界糾紛問題解決的結果，一方面，在雙方的交涉和談判中，中國往往

是主動或被迫做出讓步的一方，輕易地放棄了不少歷史上一直堅持的領土要求；

另一方面，最初設定的通過和平談判、依據國際慣例解決邊界糾紛問題的現實主

義原則和方針無法貫徹始終。本文認為，邊界糾紛的解決及其結果說明，當時中

國領導人還沒有形成現代民族國家的整體意識和觀念，在他們頭腦中佔主導地位

的，一個是中國傳統的「天朝」觀念，一個是外國傳入的「世界革命」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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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中共中央對中國與周邊鄰國邊界存在的未決

問題採取了「暫維現狀的方針」。1950年代中期，為了穩定周邊環境、突破帝

國主義的封鎖和包圍，中國被迫開始解決邊界問題，並在周恩來的主持下制

訂了通過和平談判、依據國際慣例解決邊界糾紛的基本方針。應該說，中國

政府最初設定的解決邊界問題的原則和方針——在「和平共處」對外政策的基

礎上，根據「平等合作、互諒互讓」的精神，採取和平談判的方式，遵守國際

法的基本原則和慣例，承認以往簽訂的邊界條約，維護國家正當利益，逐步

解決與鄰國的邊界糾紛——還是合理的、務實的1。

然而，當時中國提出解決邊界問題的出發點，主要是基於國際政治和國內

建設的需求，即在美國、蘇聯兩大陣營對抗的冷戰背景中，試圖通過解決邊

界問題突破帝國主義的封鎖和包圍，緩和與周邊鄰國的緊張關係，而不是把保

證和維護國家的領土主權作為邊界談判的主要目標。其結果是，一方面，在雙

方的交涉和談判中，中國幾乎沒有例外地是主動或被迫做出讓步的一方；另一

方面，隨着國際形勢的變化，特別是中國對內對外政策的轉變，最初設定的解

決邊界問題的方針和原則，未能貫徹始終，在有些情況下甚至被放棄。

事與願違：冷戰時期 
中國處理邊界糾紛的結果

●沈志華

c144-1404025.indd   52 14年8月7日   下午2:49



		 中國處理邊界	 53	

		 糾紛的結果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2014年8月號　總第一四四期

從1957到1962年，中國的對內對外政策完成了根本性轉變。在對內政策

方面，隨着反右運動的深化、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的失敗，毛澤東改變了

中共八大路線，重提「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指導思想，經濟建設被拋擲腦後，

政治鬥爭和備戰成為主要任務。在對外政策方面，毛澤東對美國採取「戰爭邊

緣政策」，開始製造緊張局勢；對蘇聯以反修防修為主導，爭奪社會主義陣營

領導權；對周邊民族主義國家再次實施「革命輸出」，號召「世界革命」2。

在這樣的政治背景和一整套激進政策的指引下，中國政府着手解決邊界

衝突問題，導致了兩種結果：一種是通過外交談判劃定了邊界，即分別與緬甸

（1960年10月）、尼泊爾（1961年10月）、朝鮮（1962年10月）、蒙古（1962年

12月）、巴基斯坦（1963年3月）、阿富汗（1963年11月）簽訂了邊界條約或協

定；另一種則是因邊界糾紛引發了軍事衝突。1962年10月，中印邊境戰爭爆

發，雖然戰火很快停息，但領土糾紛問題卻擱置至今。1964年8月，中蘇邊界

談判中斷，1969年3月，中蘇邊境武裝衝突爆發，10月重開邊界談判，但直

到蘇聯解體，拖拖拉拉，無果而終。

本文梳理冷戰時期中國透過外交談判與周邊國家解決邊界糾紛的經過和

結果，以考察真正對中國領導人處理邊界問題形成挑戰的原因。

一　外交談判：對周邊民族主義國家的領土讓步

先看中國與南面及西南面四個民族主義國家（緬甸、尼泊爾、巴基斯坦、

阿富汗）解決邊界糾紛的經過。

中緬邊界情況比較複雜，雙方爭議地區也不確切，至新中國成立初期，

按照相關地圖和文件中各種不同的說法，中緬爭議地區的面積從1到18萬平

方公里不等。不過，到1956年11月中緬政府開始談判時，有學者統計，確定

的爭議地區總計1,909平方公里。1960年談判的結果是，中國只得到歷來屬於

中國的片馬、古浪和崗房的部分地區，班洪、班老部落地區，以及其他兩個

村寨，其面積總計只有爭議領土的18%。重要的是，中國放棄了自己的一貫

主張，即在承認英帝國主義者乘人之危、脅迫國民政府簽訂的「1941年協議」

的同時，卻無償地放棄了該協議規定的中國參加經營緬甸爐房礦產企業的權

利。此外，由於接受了緬甸從英國那裏繼承下來的按照分水嶺劃界的主張，

致使中緬邊界北段與麥克馬洪線的走向相吻合，並與之相接。這不僅意味着

新中國政府放棄了清朝及中華民國半個多世紀以來堅持對伊洛瓦底江上游地

區的領土要求，而且給人造成一種印象，即中方是可以接受麥克馬洪線（稱其

為「習慣線」）的主張的。對於最初制訂的邊界談判原則而言，「繼承舊條約」

是堅持了，「寸土不放」卻放棄了。這個結果在當時引起民主人士和雲南少數

民族上層人士的普遍不滿，政府下了很大功夫做安撫工作。中國在談判中做

出如此重大的讓步，主要目的是希望與緬甸建立起友好關係，促成中緬簽訂

友好和互不侵犯條約，突破美國對中國的包圍和封鎖，同時表明中國的誠

意，並以此為榜樣，解決與其他民族主義國家的邊界糾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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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學術論文 在中緬進行外交接觸時，中國已經看出「緬甸表示願迅速解決邊界問題但對

締結友好條約卻不積極」，「奈溫〔緬甸總理〕要我接受其邊界問題方案作為訪華

條件」，卻還是因急於穩定周邊局勢而於1960年1月28日簽訂了《關於兩國邊

界問題的協定》，10月1日又簽訂了中緬《邊界條約》4。然而，事情的結果並

不如願。一方面，答應緬方的邊界要求促成了雙方《友好和互不侵犯條約》的

簽訂，這在當時的確把中緬友好關係推至頂峰，但不到兩年，1962年2月，奈

溫發動軍人政變成功，面對美國的壓力和緬共的活動，緬甸新政府對中國產生

疑慮。儘管中國方面盡力維持，雙邊關係到1967年6月還是全面破裂5。另一

方面，中緬邊界協定和《邊界條約》簽訂的結果對中尼、中巴和中阿邊界談判

在一定程度上產生了負面影響，實際上為中國解決同其他鄰國的邊界糾紛增

加了壓力和障礙，這恐怕也是中國政府在談判中頻頻做出讓步的原因之一。

中國與尼泊爾邊界爭議地區共11塊，面積達2,476平方公里。在談判中，

儘管中方已經察覺尼方「想乘機多佔地方，一直抓住爭議地區不放」，「要我多

做讓步」，但最後還是遂其所願。1961年10月5日簽署中尼《邊界條約》時，除

珠穆朗瑪峰自峰頂劃界各佔一半外，爭議地區領土中國只得6%6。這顯然不

是「互諒互讓」的結果。

中國與巴基斯坦的邊界爭議地區在克什米爾。從法律上說，在克什米爾

歸屬印度或巴基斯坦的問題尚未最後解決之前，中巴之間並不存在「共同 

邊界」。1960年2月，巴方提出進行邊界談判，中方有意拖延。直到1962年 

2月，外交部認為巴基斯坦的政治立場有所改變，為了進一步加深美巴和印巴

之間的矛盾，中國政府才正式表示願意進行邊界談判。談判涉及爭議地區

8,806平方公里，其中中國實際控制7,252平方公里（佔82%）。根據1963年3月

2日雙方簽訂的《關於中國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實際控制其防務的各個地區相接

壤的邊界協定》，中國雖佔有爭議領土的60%，但實際上是出讓了自己控制的

1,942平方公里土地，而巴基斯坦放棄的只是地圖上的部分要求7。如此看

來，實際控制線在談判中已經失去了主導作用。

中國與阿富汗的邊界最短，只有92公里，也是未定國界。中阿邊界談判

於1963年6月開始，僅用一個半月的時間就達成了協議，中方同意照顧阿

方，完全按照實際控制線劃界。11月22日雙方簽訂《邊界條約》，中國放棄了

對瓦罕走廊的全部領土要求，所有爭議地區7,281（一說6,270）平方公里土地

均劃歸阿富汗8。在這裏，中國輕易地放棄了歷史上一直堅持的領土要求。

二　處理「內交」：以領土換取兄弟國家的政治支持

在與北方兩個社會主義兄弟國家（朝鮮和蒙古）的邊界談判中，中國做出

了更大的讓步。

自明末清初以來，中朝之間的邊界爭議主要在圖們江的江源地區。1909年

的《間島條約》已將長白山主峰和天池（火山湖）劃歸中國，但朝鮮人始終認為

白頭山（即長白山）是他們的聖山。直到1960年初，中國政府關於解決中朝邊

界問題的立場是：第一，中朝邊界的劃分並無重大問題，且因有《間島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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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據，故不以為會產生重大爭議；第二，認為存在不少枝節問題，主要是界

河改道和淹沒區形成的劃界問題，對此可提出局部解決方案；第三，已經感

覺到「長白山地區的國界線劃法」可能有麻煩，而這些問題一時不易解決。因

此，為避免影響中朝關係，中國確定的方針是：邊界問題的總體解決尚待時

日，先着手解決臨時性和局部性問題，並為此開始做準備。1959年朝鮮表示

邊界問題「暫不宜於解決」，但1962年2月卻突然提出能否通過內部協商（即不

公開談判、簽約）解決中朝邊界問題。中國立即表示同意，4月雙方開始談

判。中國原以為中朝邊界不存在大問題，因此沒有足夠的準備，對朝鮮提出

的解決邊界問題的方案感到意外；同時又認為，中朝之間完全是同志關係、

兄弟關係，沒有外交，只有「內交」，所以邊界問題容易解決。10月，中朝《邊

界條約》順利簽訂，確定了包括長白山在內的中朝邊境地區1,334公里的分界

線，以及鴨綠江和圖們江中島嶼和沙洲的歸屬。其結果是，中國放棄了《間島

條約》的規定，基本上接受了朝鮮提出的領土要求。原本屬於中國的長白山南

麓的大片領土讓給了朝鮮，位於中國境內長白山主峰的9.8平方公里的天池，

54.5%歸屬了朝鮮，而中國擁有的面積只佔45.5%。關於兩條界河，條約中沒

有使用國際條約通用的以主航道中心線劃界的方法，而是規定雙方共同擁

有，共同管理，而處於中間的島嶼和沙洲，則由雙方協商解決。最後，451個

島嶼和沙洲，中國擁有187個，朝鮮擁有264個。鴨綠江口外兩國海域的劃分

也有利於朝鮮9。顯然，談判雙方對於原有邊界條約已完全視而不見。

至於中蒙方面，1945年8月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時，中蘇兩國政府

在承認蒙古獨立的換文中規定：「以其現在之邊界為邊界」，但當時沒有實地勘

定，也沒有附圖作為根據。新中國成立後，中蒙多次發生邊界糾紛，蒙方於

1956年在阿勒泰專區所屬西岔河、紅山嘴一帶進佔中國領土720平方公里。後

經協商，兩國政府同意通過外交途徑解決邊界問題。然而，蒙古方面的領土要

求不僅沒有收斂，反而節節攀升。1958年7月，蒙方發照會提出的邊界線大大

超越了1945年中蘇換文時中蒙的實際交界線共約43,876平方公里，其中已為

蒙方實際佔有者約17,490平方公里。此後，蒙方又逐漸轉向阿勒泰專區青河縣

轄境，打傷中國邊民，強佔中方領土。對此，中國政府一再忍讓。在這種情

況下，蒙方要求盡早全面劃定兩國邊界。中國對於中蒙邊界的實地踏勘和校正

工作於1958年開始，但直到1962年4月仍感歷史資料不足。儘管如此，在中

蘇關係惡化的背景下，為了安撫蒙古，中國不得不接受對方的要求。1962年

10月，中蒙雙方在烏蘭巴托開始邊界談判，12月締結《邊界條約》。其結果

是，中國放棄了大部分要求收回的領土，在談判中涉及的16,808（一說16,329）

平方公里爭議領土中，中國只佔35%bk。在此，已經很難看到中方最初確定的

以實際控制線為談判基礎和民國政府管轄土地「寸土不讓」的方針了。

中國對朝鮮和蒙古做出重大領土讓步的目的，一是在中蘇兩黨發生分歧

的情況下，爭取把這兩個周邊的社會主義國家拉到自己一方，二是想促進與

印度、蘇聯邊界爭端的解決。然而，這兩個目標都沒有實現。朝鮮在得到其

夢寐以求的白頭山主峰後，確有一段時間積極追隨中國，對蘇聯的號令不大理

睬，甚至公開指責蘇聯。但是好景不長，1965年以後，隨着赫魯曉夫（Nikita 

S. Khrushchev）下台和蘇聯對朝政策轉向積極進取，朝鮮便漸漸倒向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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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學術論文 加上文革初期中國對外政策日益激進「左」傾，終於導致中朝關係走向破裂bl。

而蒙古長期依賴蘇聯，在中蘇爭吵之際暫時保持中立只是為了眼前的實際利

益。1962年12月26日，即中蒙《邊界條約》簽訂的當天晚上，來訪北京的蒙古

領導人澤登巴爾（Yumjaagiyn Tsedenbal）與周恩來進行了一次「火藥味兒很濃」

的會談。當周恩來談到中蘇之間的分歧時，澤登巴爾表示了堅定支持蘇共中

央的態度。會談結束後，澤登巴爾明確告訴身邊的蒙古人，邊界條約的簽署

並不能改善蒙古與中國之間的關係bm。

三　武裝衝突：與印度、蘇聯的邊界爭端不斷激化

至於中印和中蘇關於邊界的爭議和談判，則完全走進了死胡同，雙方最

終走上了訴諸武力的道路。

中印邊界問題在1959年中國平定西藏叛亂後逐漸升溫，其時中印關係已

趨向惡化。在領土問題上，印度積極進取，中國則盡力維持現狀。武裝衝突發

生後，中國主動後撤20公里，並提出談判解決問題。1960年4月，周恩來在訪

印期間提出各自讓步、和平解決領土爭端的主張，實際上是有意用東段麥克馬

洪線以南約9萬平方公里土地（為印度佔領）換取西段阿克賽欽地區約3.3萬平

方公里土地（為中國佔領），表現出極大的寬容（中段2,000平方公里爭議土地未

提及）。但印度根本不承認有邊界爭議，而且採取步步緊逼的「前進政策」。中

方忍無可忍，終於導致1962年10月的中印邊境戰爭爆發。在取得軍事進攻的

勝利後，中國政府主動宣布停火，並將軍隊撤退至1959年11月實際控制線以

後20公里處。在印度政府拒絕中國提出的談判要求後，中印關係陷入僵局bn。

中國當時的注意力本來就在東方而不是西方，對印度也確有在領土問題

上忍讓以求邊界安穩之意，結果好心未得好報，反而被對方誤解。印度政府

採取得寸進尺、咄咄逼人的立場，固然與總理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受其

國內右翼政治勢力擠壓逼迫有關，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被中國在邊界問題上

一再表現出來的「寬宏大量」的做法所鼓勵，錯誤地認為只要不斷施加壓力、

堅持強硬立場便能如願以償。而1960年以後中國的對外政策轉向激進，已經

視印度政府為「反動派」，自然不可能對領土問題再做任何讓步。

中蘇邊界糾紛由來已久，但在1950年代中蘇友好時期雙方採取寬鬆、謙

讓、迴避的方針，沒有發生重大問題。正當1958年中國啟動解決中蘇邊界問

題的步伐時，中蘇兩黨之間開始出現分歧，邊界糾紛事件也頻頻出現。隨着中

蘇關係日益緊張，中國關於邊界談判的指導方針也發生了變化，即從意識形態

鬥爭出發，在解決具體問題之前，要蘇聯先承認以往的條約都是不平等條約。

1964年2月，中蘇邊界談判正式開始。毛澤東提出，簽約的前提是蘇聯

原則上承認沙皇俄國倚仗不平等條約侵佔了中國領土。因此，前兩輪談判完

全是在進行空洞的意識形態辯論。直到第三輪會議，在周恩來的主持下，談

判才進入實質性問題。由於雙方都同意按照國際慣例以主航道中心線為界劃

分邊界，所以除黑瞎子島問題懸而未決外，東段邊界問題很快得到了解決。

蘇聯同意將黑龍江、烏蘇里江主航道中心線中國一側的400多個爭議島嶼（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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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寶島）及600平方公里爭議水面劃歸中國，蘇方控制的額爾古納河地段200餘

平方公里島嶼也歸還中國。然而，就在中蘇邊界協定草案送雙方高層審閱、

蘇聯代表團去北戴河休息的時候，7月10日毛澤東接見日本社會黨代表團，提

出了一百多年前俄國佔領中國領土的舊賬和外蒙古回歸中國的問題。毛的談

話完全破壞了中蘇邊界談判剛剛形成的和諧氣氛，以至蘇聯代表團中途回

國，談判中斷bo。當然，毛並不是真的想收回中國在沙俄時期失去的領土，

而是有意激怒赫魯曉夫，其目的就是不希望中蘇邊界談判取得成果，並由此

帶來中蘇關係的緩和。因為只有如此，才能繼續把蘇聯作為意識形態鬥爭的

靶子，才能保證他所設計的反修防修政治大革命順利啟動。如此看來，解決

邊界問題在這裏又是為實現意識形態目標而採取的一種手段或工具bp。

四　領土觀念：中國領導人的天朝觀念和革命思維

下列表格歸納了冷戰時期中國經外交談判解決邊界糾紛的結果：

表1　冷戰時期中國經外交談判解決邊界糾紛的結果

相關國家 簽訂條約時間 爭議地區（平方公里）談判所得或預計所得

緬甸 1960年10月1日 1,909 18%

尼泊爾 1961年10月5日 2,476 6%（珠穆朗瑪峰各半）
朝鮮 1962年10月12日 天池9.8，江源地區

約500，島嶼和沙洲

451（個）

天池45.5%，江源地區

0%，島嶼和沙洲187個

（41%）

蒙古 1962年12月26日 16,808／16,329 35%

巴基斯坦 1963年3月2日 8,806，其中82%為

中國實際控制

60%，實際出讓1,942

平方公里

阿富汗 1963年11月22日 7,281／6,270 0%

印度 未進行正式談判，

1962年爆發邊境 

戰爭

東段90,000、中段

2,000、西段33,000

中國提出以西換東

（26.8%）

蘇聯 1964年形成邊界協

定草案，但未簽署

協定

黑龍江、烏蘇里江島

嶼400多（個），水面

600，額爾古納河島嶼

200餘

同意全部歸還中國（黑

瞎子島問題懸而未決）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前引資料整理。

縱觀冷戰時代中國解決邊界問題的過程和結果，可以看出，國務院最初

制訂的解決邊界問題的合理方針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放棄，或沒有完全執行。

於是，凡通過外交談判簽訂的邊界條約或協定，或多或少都是中方做出了讓

步，而唯一一個對方做出讓步的邊界協定草案（即中蘇邊界協定草案），卻因

中方的有意破壞而未能簽約。究其原因，大概有兩點：第一，談判時機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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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學術論文 得不好。中國集中解決邊界問題的時間在1960至1963年，而這段時間正是中

國內外交困的艱難時期。國內出現經濟危機，外交陷於被動局面，在這個時

候急於解決或被迫處理邊界糾紛，自然是力不從心，主動權掌握在別人手

裏；第二，與此相關聯，中國的做法實際上是以出讓領土換取邊境安全和鄰

國的友好相待。中國解決邊界問題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獲取本該屬於自己的

領土，維護國家主權，而是為了擺脫外交上的困境，領土不過是一種籌碼：

解決邊界問題就是實現某種外交政策或政治目標的手段。

在某種特定情況下，為了實現長遠的對外戰略目標，在局部邊界問題上做

出讓步，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合理的選擇。但是，這裏有兩個前提必須考慮：

其一，對外戰略目標的設定是否正確，是否符合本國的長遠利益；其二，以領

土讓步換取的安全環境和友好關係是否有實際保障，是否具有可持續性。如果

只是為了擺脫眼前困境而出讓長遠的國家利益，如果只是滿足於對方口頭或文

字上的政治表態，那麼最後的結果很可能就是竹籃打水，事與願違。還是那句

老話：在國際關係中，只有永恆的利益，沒有永久的朋友。其實，在條件和環

境不利於己時，未必非要馬上徹底解決邊界問題。後來中國自己的經驗證明，

擱置主權爭議、先解決最迫切問題，可能是一種明智選擇，如1970年代中日

恢復邦交時對釣魚島問題的處理方式bq，又如1990年代中國分別與印度和不

丹簽署在邊境地區保持安寧與和平的協定br，都是很好的案例。

從更深的層面考察，出現上述情況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即當時中國領導

人的邊界意識比較淡漠，領土觀念比較模糊。或者說，在共和國成立後的一

段時間裏，中國領導人還沒有形成現代民族國家的整體意識和觀念。就領土

和邊界問題而言，在他們頭腦中佔主導地位的，一個是中國傳統的「天朝」觀

念，一個是外國傳入的「世界革命」思想。

早在1935年10月，毛澤東寫下的詩篇《念奴嬌．崑崙》，便顯示了他的

「天子」氣派和天下觀：「而今我謂崑崙：不要這高，不要這多雪。安得倚天抽

寶劍，把汝裁為三截？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太平世界，環球

同此涼熱。」bs如果當中更多地表現出毛作為詩人的浪漫氣質，那麼當他處於

國家領導人地位時的所作所為，則確實在把這種詩情畫意付諸實踐。在這方

面，毛對中朝和中印邊界問題的談論具有典型意義。

1958年11月25日，毛澤東在與來訪的金日成談話中提出：「歷史上中國對

朝鮮是不好的，我們的祖宗欠你們祖宗的債。⋯⋯你們的祖宗說，你們的領土

是以遼河為界，現在你看，把你們擠到鴨綠江邊去了。」bt1963年5月底金日

成訪問北京時，毛又說到：整個東北是朝鮮的大後方，將來一旦戰爭爆發，這

個大後方就交給金日成同志「統一指揮」ck。1959年中印邊界發生武裝衝突，

就在周恩來忙於應付危機時，毛澤東於11月接見了印共總書記高士（Ajoy K. 

Ghosh）和印共左派代表團。談到中印邊界糾紛時，毛說：一旦印度人民掌握了

政權，中國不僅會承認麥克馬洪線，而且將把該線以南9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讓

給印度cl。這些講話不由得使人想起昔日中國皇帝對待周邊疆域的態度。

1728年，安南國王「具奏陳辯」，要求把120里與雲南有爭議的領土劃給

安南。雍正帝讓出80里後，國王仍不滿足。於是雍正有云：「朕統御寰宇，凡

臣服之邦皆隸版籍，安南既列藩封，尺地莫非吾土，何必較論此區區四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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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地？」得知國王「奉敕悔罪」，上奏表示忠誠後，雍正又云：「此四十里之

地，在雲南為朕之內地，在安南仍為朕之外藩，一毫無所分別」，遂大筆一

揮，將此地完全賞賜安南國王，命其世代駐守cm。此種思維方式與毛澤東上

述的講話何其相似cn！毛不過是把中國歷史上傳統的「天朝」觀念納入了無產

階級世界革命理論的語境而已。

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中，革命首先會在一些最發達的國家同時爆

發，並由此引發世界革命；國家機器將在革命過程中被打碎；無產階級的國

家在革命成功以後很快就會自動消亡co。因此，在剛剛奪取政權而信奉馬克

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執政黨看來，或許國家（包括民族）只是一種暫時的現象，

是很快就會伴隨着世界革命成功而消亡的歷史現象。國家尚且如此，作為國

家主要特徵之一的邊界似乎就更沒有甚麼意義了。從觀念上講，無產階級的

「國際主義」自然無法容忍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

另一方面，在很長一段時期，「世界革命」和「不斷革命」的思想主導了中

國的對外政策，而「和平共處」方針只是作為一種暫時的策略。在試圖通過領

土讓步穩定與周邊鄰國關係的同時，中國政府卻不斷輸出革命，鼓勵和援助

鄰國的反政府武裝，這種二律背反的政策取向必然導致中國與鄰國關係經常

處於緊張和不穩定狀態。

總之，在上述兩重觀念的指引下，或許對於中國的「天朝」（或革命陣營）

而言，邊界從來不是問題，甚至不存在；只要歸順「天朝」（或革命陣營），給

你再多的疆土也沒關係，因為你本身已經屬於「天朝」（或革命陣營）了。正因

為如此，1957年中國政府才會輕易將白龍尾島賜予「同志加兄弟」的越南；

1959年毛澤東才會向印度共產黨表明「麥克馬洪線」沒有任何意義；1962年中

國領導人才會認為與朝鮮進行的邊界談判只是在辦「內交」而不是「外交」。實

際上，真正對中國領導人處理邊界問題形成挑戰的，不是別人，而是他們自

身的中央王朝觀念和世界革命理想。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認為，至少到1970年

代，中國現代領土屬性轉型的歷史過程尚未徹底完成，中國與周邊鄰國的關

係也沒有正確地定位於現代民族國家關係，即一種正常的國家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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